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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洗王介甫”：王安石形象传播与刻板化略论

冯 伟

摘 要：王安石形象在宋、元、明三代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关键转变，对其刻板化演进有重要影响。

其一，经过两宋文人笔记的催生，该形象在精英文人语境内初步定型，继而分别上行至元代史传文学，下移至民

间俗文学，实现符号学意义上的双向分流；其二，至于明代，下层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元代俗

文学中王安石形象的民间特征，体现出文人个体意识与市民集体意识的合流。从中不难窥见王安石形象跨文

体、跨语境的传播态势，及其在不同文本书写者、不同话语阶层审美品格及心理机制等因素影响下的刻板化发

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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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视域下，王安石形象有一个独立嬗变

的过程。以往学界主要关注其在文本中的静态

特点，而忽视其嬗变的动态过程。相关考察已体

现出鲜明的坐标意义，并形成一条清晰的“墨

线”：两宋文人笔记—元代史传文学与俗文学

—明代白话小说。就整体演变轨迹而言，这条

“墨线”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足以反映出该形象

跨文体、跨语境的宏观走向。然而，如以之为基

准线，进行动态考察，短板又是显而易见的：坐标

点的特征过于清晰，会在相当程度上消解我们对

坐标间隔的关注，而留有较多讨论空白。简言

之，王安石形象的演变以这条“墨线”为参照系，

却不以之为根本线索，这归根结底是一个考察人

物形象转变内因，而非呈现面貌的问题。本文拟

从文本传播和创作语境的视角对宋、元、明三代

文人“拆洗王介甫”①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两宋：王安石形象的两极化

两宋时期的王安石书写绝大多数集中于文

人笔记中，周勋初先生编《宋人轶事汇编》共收录

王安石相关条目近 240 条，涵盖近 90 种书目②。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笔记作者捃摭、转引前人

旧说者大有其在，严格来说，王安石的出场频率

实际上远高于此。但我们所关注的是王安石形

象的整体呈现特点，因此重复内容暂不纳入统

计。第二，除去作者捃摭、转引的情况，宋代以

降新出的笔记仅 10 条左右，可见该形象并未得

到更为纵深和广泛的建构，两宋精英文人已经

完成了王安石形象在自身语境内的基本定型。

颇为有趣的是，两宋文人笔记中的王安石形象

特点驳杂，其内部明显存在一个渐趋稳定的转

变过程。

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复杂，却颇为有趣，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王安石变法后不久，相关文人笔记显

著增多，且呈现出褒贬鲜明的两极化趋势。对

王安石文学形象的负面塑造主要集中于其妖魔

化的出身，以及在政治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专横

倨傲、投机媚上、奸邪诡诈等负面性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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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与小王先生者言：“王舒公介甫何至

于无后？”小王先生曰：“介甫，上天之野狐

也。又安得有后？”［1］1191

介甫请并京师行陕西所铸折二钱，既

而宗室及诸军不乐，有怨言，上闻之，以问

介甫，欲罢之，介甫怒曰：“朝廷每举一事，

定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为？”退，遂移

疾，卧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

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乃起。［1］1205

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1］1201

王介甫诡诈不通外除。［1］1195

相比之下，对王安石形象进行正面刻画的

笔记内容不再聚焦于其政治行迹，而是延展至

日常生活轶事，涵盖其思想、文才、性格、教养等

诸多方面，对其才能的记述尤多。如：

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

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

未尝敢以人代畜也。［1］1214

王荆公退居金陵，结茅钟山下，策杖入

村落。有老氓张姓，最稔熟。公每步至其

门，即呼“张公”，张应声呼“相公”。一日，

公忽大咍曰：“我作宰相许时，止与汝一字

不同耳！”［1］1215

（王安石）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贽

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周辄成诵在口，终身

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

成，见者皆伏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

家，数日辄尽为诸弟所费用，家道屡空，不

一问。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

诎。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1］1229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话语体系的产生

和发展并不存在明显的“错时”区间，在几乎共

时演进的过程中，享有相对独立的叙述语境，此

中缘由颇耐人寻味。笔者以为，问题的答案最

终还是要回到对笔记书写者的观照上。

经考察，以鲜明褒贬动机建构王安石形象

的内容多集中于以下三部作品中：司马光《涑水

记闻》（褒 0 贬 9 中 1）、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褒

4 贬 22 中 3）、陆游《老学庵笔记》（褒 7 贬 0 中

0）。前二者呈现出相当强烈的“贬王”倾向，在

此后 20 余种作品的 74 条不相重复的负面叙述

中，仅此二书所录就已近半数，且绝大部分内容

剑指王安石的政治行迹，极具针对性。陆游《老

学庵笔记》则以纯粹的正面立场为王安石作翻

案文章，但又有意规避了与王安石相关的政治

内容，多以品学、轶事为常。

这本质上是书写者的有意为之。一方面，

司马光与邵伯温基于政治立场对王安石的文学

形象展开负面建构，主要原因是熙宁变法背景

下的党派争逐。正如范立舟所言：“攻之者亦难

以对王安石的人格与事业进行全面否定，盖因

其品行之洁，文辞之高，经术通透，思想精深，皆

是客观的事实而难以以敌对立场全部加以抹

灭，因而就发生针对其个人形象的抹黑与诋毁

声浪，试图以此来降低王安石对宋神宗与朝廷

的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以及有效地削减王安石的

政治地位。”［2］72 上述二人对王安石形象的有意

诋毁，与其说是一种文学阐释，毋宁视之为一种

特殊的政治文化产物。另一方面，陆游对王安石

形象的建构，亦非依循客观立场，而是缘于家族

私交的影响，有意为其翻案③。这本质上都是囿

于自身立场的片面书写。可见，两宋文人笔记

中王安石形象的两极化呈现，实际上是不同立

场下，不同书写者合力建构的结果。

其二，南宋后期，王安石形象的两极化趋势

迅速式微，诸多精英文人已经基本脱离对其过

度褒贬的偏仄语境，转而以一种颇具意趣的笔

触，多以欣赏的态度记录王安石的各类轶事。

如：

田承君云：“顷为金陵酒官，有王荆公

处老兵，时来沽酒，必问公之动止。兵云：

“相公每日只在书院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

叹。”人莫测其意。［1］1217

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

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

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1］1232

这两则材料都隐约流露出颇为积极的叙写

态度，后者甚至将前人用以妖魔化王安石的说

辞加以调侃，可见此时的文人群体对王安石形

象的接受态度已渐趋平和。一个关键的原因或

许在于：熙宁变法的影响式微，王安石的政治标

签逐渐淡出文人视野，变法之前“品行之高洁，

文辞之高妙，思想之精深”的王安石形象得以重

新占据话语上风。换言之，绝大部分书写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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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是精英文人士大夫，其创作在学养、文

化、审美上都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根本性的文人

特质。基于这种立场，司马光、邵伯温对王安石

集中、片面甚至失真的书写便很难在主流文人

话语中持续发酵，而陆游笔下的“文人”王安石

则更符合他们的审美品格。

以上，不难看出两宋时期精英文人语境内

王安石形象的两极化呈现。可是，这并不意味

着其拥有完全独立的传播系统，若我们尝试沿

着那条“墨线”进入元代史传文学与俗文学语

境，则会发现更多腾挪的空间。

二、元代：王安石形象的世俗化

史传文学与俗文学语境中的王安石形象更

像是精英文人话语上行和下移的结果。或者

说，由宋入元，以文人笔记为中心，该形象完成

了向上至史传文学、向下至民间俗文学的双向

分流。

先来看史传文学中的王安石形象，这里以

《宋史·王安石传》为典型。被学者普遍诟病的

是，元修《宋史》过程中大量引用、套用前朝已

有的文献资料……并没有在广泛涉猎宋朝浩如

烟海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得出属于自己的结

论［3］101。当然，就史的层面而言，其成书固然相

当不严谨，但我们恰恰可以基于这种“不严

谨”，反向考察《宋史·王安石传》在引用已有文

献资料时，对王安石形象做出的接受与转变。

《宋史·王安石传》的内容可以简单归纳为：

王安石才学俱佳、淡泊名利、心怀抱负、崇尚法

治、变法举措及后世评价六个部分④。以熙宁变

法为节点，对王安石形象做出了由褒到贬的处

理。《宋史·王安石传》用相当长的篇幅详论八处

变法内容，皆以贬斥态度展开，而此前都是对王

安石的褒扬，此后更引苏洵作《辨奸论》之事与

朱熹的论断予以评论性叙述干预。当然，从史

家传统而言，《宋史·王安石传》表面上不讳褒贬

的记录风格看似符合一贯的史传书写传统，但

若具体到细节（如篇幅比例、论述详略等），则不

难发现其对王安石的书写态度偏于消极。此

外，有学者指出，《宋史·王安石传》是元朝的撰

修官们以宋人洪迈等人编撰的《四朝国史》为底

本撰写而成的……《四朝国史》对于王安石变

法内容的选取及态度大部分都源于南宋初重修

的《神宗实录》。《神宗实录》是在高宗的授意下

编撰的，而高宗本人倾向于以司马光为首的元

祐党人，并将北宋灭亡的罪因归结于王安石变

法［3］101。李心传亦称：“先臣修《神宗实录》，首尾

在院，用功颇多。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以

明非神宗之意。”［4］1487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除去

朱熹对王安石的评价，《宋史·王安石传》中的绝

大部分内容都能在两宋笔记中找到“本事”，这

本身即证明了该书与两宋文人笔记之间的因袭

痕迹。综上，不难想见《宋史·王安石传》对王安

石形象书写的随意、片面与污名化倾向。

相较于文人笔记，史传显然更具有普遍而

严肃的说服力，当王安石的负面形象由笔记进

入史传语境后，其性质也会从“街头巷语”变为

“史家实录”。正如清人蔡上翔所言：“公之受秽

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5］586可以说，

王安石形象由宋入元、由笔记入正史的过程，也

是其进一步刻板化的过程。

再来看俗文学中的王安石形象，这里以话

本《大宋宣和遗事》《拗相公》，元杂剧《花间四友

东坡梦》《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为例。《大宋宣和

遗事》简述王安石怒贬韩琦、实行变法，并分别

受到同僚、弟安国、子王雱斥责变法误国事，并

穿插其性格执拗、任人唯亲等性格特点，由于篇

幅散碎，在此不多作赘述。相比之下，其余三者

对王安石形象的刻画颇为规整。如：

王安石执拗，民间称为拗相公，若言不

便，便加怒贬；说便，便加升擢。凡说新法便

民者，都是谄佞辈所为。其实害民非浅。［6］63

今有王安石在朝，当权乱政，特举青苗

一事。我想这青苗一出，万民不胜其苦，为

害无穷。小官屡次移书谏阻，因此王安石

与俺为仇。［7］卷三，349

我有一策，要行青苗助役于民间。在

朝诸官，多言不便；独翰林学士苏轼，十分

与我不合。昨日上疏，说我奸邪，蠹政害

民。我欲报复。况主上素重其才，难以轻

去；且本官志大言浮，离经叛道，见新法之

行，往往行诺吟咏。我已着御史李定等劾

他赋诗讪谤，必致主上震怒。置之死地，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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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难哉！［7］卷三，212

不难发现，类似内容在两宋笔记中屡见不

鲜。然而，笔记中王安石形象的褒贬弹性与建

构张力，在由文人话语向民间语境渗透的过程

中，已经被过滤成了相当纯粹的负面表述，从而

进一步推动其负面形象的刻板化。另外，《拗相

公》已经初步体现出了王安石形象跳出民间语

境向精英文人语境回流的尝试，后文详述。

当然，《宋史·王安石传》对俗文学的创作是

否产生关键影响我们无从得知，但无论从时间

线索，还是从书写内容来看，民间俗文学对两宋

笔记的接受更为明显。《宋史·王安石传》聚焦于

变法本身，而元代俗文学则以变法为中心，延展

至对王安石负面形象的全方位展示。如果说

《宋史·王安石传》是基于史家立场，更倾向于

“政治叙事”，那么民间俗文学如此书写的原因

何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缘于受众审美品格，民间叙事有选择

地接纳了上层语境中符合自身话语特点与审美

倾向的部分，略去了市井群众认知中晦涩枯燥

的符合文人审美品位的部分。话本、元杂剧的

主要叙事目的，是凭借搬演符合大众群体审美

趣味的故事，提高表现效果，不断扩大受众群

体，这种叙事诉求使王安石故事具有天然的吸

引力。王安石是上层统治阶级与精英文人的代

表，与一般大众的文化地位存在巨大差距，如赵

毓龙先生所言：“正是文化地位的巨大差距，留

下了大片想象腾挪的空间……尽管很难在故事

中寻见自身的文学投影，市民们却依旧乐道皇

帝与各色文臣武将之间的故事，无论是历史上

的，还是本朝的，不管是悲剧性的，还是充满喜

剧意味的，都能引起受众的极大兴趣。”［8］20大众

在接受此类故事时，很难具备客观的道德评判

态度。换言之，民间叙述道德认知的根本特点

在于更具强烈的主观性、浓烈的情感性及通俗

的文学性。市井群众很难也无心掌握全面的材

料，冷静、辩证、客观地审视所述事件，只得脱离

具体的历史情境以及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仅

从被抽象、简化的事件中，习惯性地按照“二元

对立”的道德标准来认知历史人物。这种叙述

逻辑，本身就容易使王安石形象道德化、刻板化。

其二，从社会心理层面看，王安石形象在民

间叙述语境中的污名化和刻板化，亦有其必然原

因。且不论荆公改革之得失，改革这一行为本

身，就会为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这难免会给

民众造成诸多心理活动，而一旦事情未向好的方

向发展，那么这些心理活动就会不可避免地滋生

负面色彩，如焦虑、恐慌、愤怒等。为消解这些负

面情绪，市井群众会在潜意识里启动自己的心

理防御机制，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以另外一种

方式代替或转移自己内心的不安。这种心理模

式被当下研究者称为“替罪”⑤。以此反观该形

象在民间叙述中的污名化与刻板化，便可做出

合理推测：社会群众正是将王安石充当了负面

心理活动的“替罪羊”，通过满足对其丑化、鞭

挞的幻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内心负面情绪的

消解。

可以说，两宋精英文人话语在上行至史传

文学，下移至民间俗文学语境的过程中，形成了

符号学意义上的分流路径。尽管二者都在不同

程度上体现出丑化王安石形象的刻板化趋势，

但由于叙事立场与审美品格的不同，二者书写

风格与叙事倾向差异明显。更为有趣的是，随

着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兴起，宋元俗文学语境

中已经基本定型的王安石形象，又体现出由民

间话语体系向精英文人语境的回流。

三、明代：王安石形象的文人化

需要指出，这种附着于拟话本的回流是很

不彻底的。一方面，拟话本的创作主体已经由

服务于“场上”表演的书会才人，转变为学养深

厚的下层文人，其难以恪守民间话语的创作标

准，而有意无意地将自身思想、立场、观点携带

进编创活动中。同时，在重新加工宋元旧本的

同时，他们也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旧本的故事

底色，那么旧本及其相关的民间思维特征也会

在不同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另一方面，考虑到

拟话本的文体特质，即使是那些文人创作的作

品，文人编创时也势必固守宋元话本的传统接

受程式，将市井大众作为理想读者，其中的文人

意趣也难免受到世俗性的制约、浸染和消解。严

格来说，明代拟话本中的王安石形象更像是文人

个体意识与市民集体意识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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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且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

世恒言》（以下简称“三言”）和《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二拍”）中王安石形

象的相关部分，整理如下（见表 1）：

书名

《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

《二刻拍案惊奇》

卷名

明悟禅师赶五戒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苏小妹三难新郎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内容简介

王安石逐苏轼为杭州通判

王安石与苏轼就诗论学

王安石辞官路上的民间见闻

王安石为子王雱向苏洵说亲

借用“安石未用，新法未行……

万民乐业”的太平背景

褒贬色彩

贬

褒

贬

中

贬

书写篇幅

略写

主要情节

主要情节

次要情节

略写

表1 “三言”“两拍”所见王安石形象分类表

如上，改编旧本而来的上述作品与宋元俗

文学一脉相承，皆明显保留了对王安石形象的

负面书写态度，而文人创作作品对此则显得兴

趣寥寥。另外，我们还能发现更多有趣的现象：

第一，《警世通言》中的两篇都以王安石为主要人

物铺叙故事，二者一褒一贬，能够较为直观地体

现出文人个体与市民群体的话语差异；第二，“三

言”收录相关篇目四则，仅一则为略写，尽管“二

拍”中只有一则是以铺垫式话语带过的篇目，但

仍是以民间“变法害民”的既有印象为基础的。

那么结合二书的成书性质和编创本位，不难发

现，王安石形象确实存在由民间语境回流至精英

文人话语的过程，并被进一步解构、稳定为以“害

民”为内核的单薄的形象符号。

当然，从“二拍”对王安石形象的处理，大可预

见王安石形象发展的刻板化，同时不能忽略，在该

形象的发展由元代俗文学到明代拟话本演变的

过程中，“三言”处在关键位置。在这种视域下，

“三言”比“二拍”显然更具考察意义。这里，我们

以《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为典型个案，略作申论。

严格来说，该篇对王安石“劣迹”的刻画与

旧本《拗相公》并无根本差异，皆沿袭“变法害

民”的基本底色，阐述王安石的种种“罪状”，拟

话本主要在叙述语言、场景和情节的细节处加

以修改，使故事更为饱满和生动。就性格特征

而言，这里的“王安石”被有意放大了“性格执

拗”的标签，但“执拗”的否定程度并不高。相比

之下，全书类似于心胸狭窄、任用奸佞等更具贬

斥性的评价则很少出现，其本身即代表创作主

体在批评态度上的转变。

不唯如此，一个看似有意思的悖论在于：全

文主要以民间对王安石变法的怨言为线索展开

叙事，却有不少为王安石翻案的痕迹，颇令人疑

惑。如：

恁般一个好人，未能大用，不尽其才，

却到也留名于后世。［9］20

（安石）吩咐：“我虽宰相，今已挂冠而归

……恐惊动所在官府，前来迎送……骚扰居

民不便。若是泄露风声，必是汝等需索地方

常例，诈害民财。若吾知之，必皆重责。”［9］22

该文将叙事重点放在民间对变法和王安石

其人的申斥上，而每每被责骂时，文中一贯位高

权重、养尊处优的王安石却无丝毫气愤，反而是

羞愧和自责。也就是说，在叙事者的言说语境

里，王安石顶多算是无心做错事，且真心知错的

人。这不仅不“拗”，还通过明显的愧疚、懊悔和

补过心理，创造了“洗白”的空间和可能。

笔者以为，“隐含作者”理论或可为这个问

题找到一个可行的答案。简言之，在叙事文本

中，“叙事者”掌握架构文本的绝对权力，会在某

种叙事目的或道德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对故事

进行取舍与构造，具有不可靠性；而“隐含作者”

是读者根据文本推演出来的能体现真实叙事态

度的道德与价值体系⑥。具体到该故事，虽有相

当篇幅对王安石的负面形象大书特书，却也有

多处表现王安石淡泊、清俭、爱民的言行。毋宁

说这是“叙事者”与“隐含作者”角逐下的结果，

“叙事者”热衷于塑造王安石的负面形象，而“隐

含作者”却为读者模塑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好

官”。基于此，便可作出进一步推论：文人在改

编该故事时，为了迎合受众的审美趋向与接受

习惯，创造了一个“贬王”形象，却无法完全跳出

“拆洗王介甫”：王安石形象传播与刻板化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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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语境，多次在有意无意中就“隐含作者”流

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观《王安石三难苏学

士》等文人创作作品，创作者彻底摆脱旧本桎

梏，可以全方位介入叙事，王安石形象便自然而

然地“高大”起来了。由此，“三言”的重要转关

位置已不言而喻，其不仅是王安石形象演进过

程中的关键一环，更是市民集体意识与文人个

体意识合流的关键所在。

综上，王安石形象自两宋笔记生成后，又在

有元一代产生了上至史传文学，下至民间俗文

学的分流，后通过拟话本实现由民间话语向精

英文人语境的回流，最终在市民集体意识与文

人个体意识的“合谋”下，成为一个刻板化的形

象符号。当然，这并不代表王安石形象演化进

程的停滞，如晚清、近代乃至现代、当代亦不乏

对王安石做出新解读者。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形

象的建构与阐释，限于篇幅，笔者拟以他文另

述。另外，还需要注意到，王安石形象的发展过

程只是众多历史人物由现实进入文学，继而在

跨文本、跨语境的过程中不断演进、发展的一

例，仍有较多同类情况亟待考察。这里，可以将

“王安石形象”作为一个经典个案来看。

注释

①据《石林燕语》记载：“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

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

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

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为荆

公番，号‘折洗’。”后注曰：“番下当有脱字。号折洗，王

介甫云作一句读。”参见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54 页。《宋人轶事汇编》转引《石林燕语》

记作：“号‘拆洗王介甫’云。”参见周勋初主编：《宋人轶

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27 页。这里，

笔者借用“拆洗王介甫”语为题，意在更为形象地阐明

本文论述目的，与原文无关。②参见周勋初主编：《宋

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③参见邢蕊

杰：《王安石形象“翻案”与士人历史意识书写——以陆

游〈老学庵笔记〉为中心》，《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7 年第 6 期。④参见脱脱等：《宋史》，中华书

局 1997 年版，第 2690-2693 页。⑤参见勒内·吉拉尔著，

冯寿农译：《替罪羊》，东方出版社 2002 年版。⑥参见杰

拉德·普林斯著，乔国强、李孝弟译：《叙事学词典》，上

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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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weave”and“Wash”Wang Jiefu：On Wang Anshi’s Image Communication and Stereotyping

Feng Wei

Abstract: The image of Wang Anshi underwent two critical transformations during his communication in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se transformation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his stereotyping.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the literati’s creation and continu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his image has taken shape in the context of elite
literati, on this basis, his image ranged from folk literature to historical biography literature of the Yuan Dynasty,
realizing the bidirectional separation in the sense of semiotic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imitative
works of Huaben created by the lower literati eliminated the folk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Anshi’s image of the Yuan
Dynasty to a certain extent, reflecting the confluence of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i and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 Therefor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discover the spread of cross-stylistic and cross-contextual of
Wang Anshi’s imag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tereotyp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tylistic
writers, aesthetic character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different discourse classes.

Key words: Wang Anshi; image communication; stereotyping; stig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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